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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和谐主义

和谐主义者对民主的探讨——这种政治形式虽将同意奉为圭臬，却又系统性地侵蚀着使同意具有实质意义的条件。本文隶属于“和谐的架构”及“Applied 和谐主义”系列，致力于探讨西方思想传统。另见：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治理, 自由与佛法.




民主的主张

民主提出了一项主张，其力度之强是此前任何政治形式都未曾达到的：政府的合法性源于被统治者。 不是来自上帝，不是来自武力，不是来自血统、种姓或神职人员的认可——而是来自人民本身。人民主权、被统治者的同意、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通过定期选举选择和更换统治者的权利 ——这些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根本赌注。而这一赌注，在其最深层的意义上，基于一种直觉，这种直觉被《和谐主义》视为部分正确：即人类拥有一种固有尊严，任何政治安排都无权合法地凌驾于其上；而一个无视被统治者意志的制度，已然割裂了自身与合法权威的条件之一。

这种直觉之所以部分正确，是因为它抓住了使治理符合“法”（Dharma）的某个维度——即同意、问责，以及保护个人主权免受强制权力侵害的维度。 这种直觉之所以在结构上存在缺陷，在于其遗漏了以下几点：缺乏明辨力的同意并非主权，而是随波逐流；政治权利的平等并不意味着政治智慧的平等；而将每种偏好都视为同等有效的制度，则缺乏区分“理智之声”（Dharma）与“欲望之声”（appetite）的机制。





民主的正确之处

民主制度的真正成就，不应因随之而来的批判声浪而遭到轻视。当其他政治形式集中权力并寄希望于美德时，民主制度则分散权力并以自利为前提——正因如此，它提供了结构性保障，而无论理论上多么崇高的权力集中，都无法可靠地保证这一点。

第一项成就在于问责制。一位可能被其统治者罢免的统治者，在制度上更有动力去服务民众而非掠夺。这并非道德上的成就——而是制度架构上的成就。它并不要求统治者必须善良；它只要求恶政者必须承担后果。 任何权力世袭、自封或自我延续的政治形式都缺乏这一机制，而经验记录明确无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堕落。不是偶尔，不是通常——而是结构性的。政治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缺乏问责的权力集中必然走向腐败，正如热量必然趋向熵增。

第二项成就是对异议的保护。 在最佳状态下，民主文化能创造一个能够识别并纠正错误的空间——因为批评是被允许的，反对是合法的，且挑战者无需担心被监禁或杀害，便可对执政共识提出质疑。这绝非微不足道的善。文明的消亡往往源于对纠正性反馈的压制，而非异议的存在。一个压制批评者的治理体系，等于让自己对最需要的信息视而不见。

第三项成就在于对同意权的制度化体现。无论机制多么不完善，民主选举都发挥着其他政治形式无法大规模实现的功能： 它使被统治者成为自身治理的参与者。投票这一行为——即便选项欠佳，即便制度遭到操纵——仍捍卫着“和谐主义”视为法理（Dharmic）的原则：人并非待管理的客体，而是拥有主权的行动者，其参与治理结构的过程，正是这些结构合法性的前提。

《和谐主义》致敬这些成就。 这些成就与真正的法则原则相契合：问责制服务于透明度；对异议的保护服务于“Logos”对任何生命系统所要求的自我修正功能；而同意则维护了个体灵魂的主权。问题不在于这些价值是否真实——它们确实真实——而在于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在系统性地剥离了其根基之后，是否还能维持这些价值。





古人的诊断

民主的结构性脆弱性，早在这种政体尚未存在整整一代人的时候就被指出了。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以临床般的精准度诊断出了这一病理：当穷人推翻寡头并平等分配政治权力时，民主便应运而生；但平等原则一旦确立，便会转移扩散。 它变得不加区分——从政治领域延伸至道德、认知和文化领域。柏拉图指出，在民主政体中，每种偏好都被视为同等有效，每种欲望都被视为同等正当， 每种观点都被视为具有同等权威。哲学家与愚者拥有同等的一票。自律的公民与受欲望驱使的消费者行使着同等的政治权力。其结果是，文明的组织不再以培养美德为宗旨，而是围绕着欲望的满足展开——而由于欲望无止境地滋生，美德却需要自律，其发展轨迹总是向下：从自由滑向放纵，从放纵滑向混乱，从混乱滑向对能恢复秩序的强人的渴求。 在柏拉图的分析中，民主的终极归宿是专制。

柏拉图不仅提出了这一诊断，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哲人王——其权威并非源于民众选举、世袭继承或军事征服，而是源于哲学智慧：对“理念”（Forms）的直接领悟，亦即对现实本身结构的领悟。 这一主张很容易被讥讽为象牙塔里的幻想，而这种讥讽使现代政治思想回避了柏拉图真正指出的核心：治理是一门需要培养的学科，如同医学或航海，将其实践交给未经熏陶之人，就如同将外科手术交给未经训练的人一样鲁莽。 哲学王并非一个碰巧读书的暴君。他是一个已从洞穴中完成全面升华的灵魂——他已克制了欲望，净化了意志，并获得了对“善”的直接洞见——他执政并非出于对权力的渴望，而是因为社群需要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提供的东西。 这一主张的失败不在于其诊断，而在于其制度形式：它假设单个个体能够体现必要的智慧，却未提供继任或问责机制，也未能防范哲学王继任者沦为普通君主这一不可避免的时刻。但其根本原则——即治理的资格在于内在修养，而非大众吸引力——正是和谐主义通过按能力选拔的管理所阐述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 进一步完善了这一诊断。在《政治学》中， 他区分了政体——即多数人基于共同利益的统治——与民主——即多数人基于自身利益的统治。这种区分并非制度性的，而是道德性的：同一种宪政形式会产生政体或民主，取决于公民是为整体的福祉而治理，还是为自己派系的利益而治理。 而且，由于在缺乏超越派系利益、共同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共识时，派系之争是集体政治行为的默认模式，因此民主政体走向其堕落形态，就像一艘失去锚的船必然会冲向礁石一样。 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案是混合政体——一种融合了民主、贵族和君主制要素的政体，各要素相互制衡，各司其长：民主提供共识，贵族提供智慧，君主制提供决断力。





反民主的传统

希腊人的批判并未随着雅典的覆灭而消亡。它如一条绵延不绝的线索贯穿政治思想史——每当具备足够哲学深度的思想家们从实践而非理论层面观察民主时，这一批判便会重新浮现。 约瑟夫·德·梅斯特目睹法国大革命在不到五年内从《人权宣言》滑向恐怖统治，得出结论：缺乏超验权威的国权并非自治，而是有组织的幻觉——民众并非在治理； 而是被任何能俘获其激情的人所统治。托马斯·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 （1843年），将这一观点延伸至经济领域：民主制度催生了由“民族集体愚行”主导的政府，奖赏煽动家而惩罚政治家，因为该机制倾向于选择那些告诉群众“他们想听什么”而非“他们需要知道什么”的人。埃里克·冯·库内尔特-莱丁，在其著作《自由还是平等》（1952年）中，阐明了一个民主理论无法解决的悖论：自由与平等并非互补，而是结构性对立。 强制性平等的每一次推进——无论是结果的平等、意见的平等，还是文化权威的平等——都会压缩自由运作的空间。民主制度以平等作为其组织原则，却往往走向对自身声称要保护的自由的压制。

俄罗斯的斯拉夫派——阿列克谢·霍米亚科夫、伊万·基列夫斯基、 伊万·阿克萨科夫——从截然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反民主论点：并非因为民主赋予了不合格者权力，而是因为民主将本应有机结合的事物原子化。他们所倡导的索博诺斯特——即由爱、 信仰以及共同的精神生活所形成的自由联合——指代了一种民主程序无法产生且会积极摧毁的共同体存在模式。民主用机械式的选票聚合取代了人际间的活生生的共融，用个体间的契约安排取代了民族的精神纽带，用派系领袖的选举权威取代了长者的有机权威。 斯拉夫派的批判与“和谐主义”自身的坚持不谋而合：即共同体是一种本体论层面的存在形态——而非自主主体之间的契约——而自由民主文化所产生的原子化现象，并非可纠正的副作用，而是该形式本身的结构性后果（参见关于自主个体与缺失的人类学的自由主义文章）。

这种批判超越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传统范畴。儒家政治传统——人类历史上最成熟的非西方民主治理替代方案——立足于这样一个原则：合法权威源于修养德行，而非民众同意。科举制度延续了千余年，在文明层面将“以德选人”制度化：治理被视为一种学艺，人们通过展现道德与智识的修养来获得资格，而非通过选举竞争。 “天命”（https://grokipedia.com/page/Mandate_of_Heaven）提供了一种既非民主也非专制的合法性标准：统治者通过顺应宇宙秩序来施政，一旦失去这种顺应，天命便会撤回——这体现在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文明衰落之中。 这与“和谐主义”自身的标准直接契合：合法权威源于与Logos的契合，而问责机制是本体论层面的，而非程序性的。在伊斯兰传统中，伊本·赫勒敦关于政治兴衰的周期理论——通过asabiyyah——即由共同的艰辛与精神凝聚力所锻造的群体团结——与“衰竭弧”论点契合得惊人精准：文明由内部纽带紧密的群体所建立，凭借创始人的道德资本而兴起，并随着奢华、安逸以及统一目标的丧失，在三到四代人的时间里侵蚀了这种团结，从而走向衰落。 shura——即“协商”——这一概念代表了一种非民主但具有审议性质的治理模式：掌权者咨询智者，而非全体民众。

在二十世纪，这一批判在多个层面得以深化。弗里德里希·尼采（https://grokipedia.com/page/Friedrich_Nietzsche）——他曾将民主视为“群氓道德”（https://grokipedia.com/page/Master%E2%80%93奴隶道德])的政治表现形式，即把一切卓越都拉低至平均水平的均等化本能的制度性胜利——这一批判被卡尔·施密特所继承并转化，他在《政治的概念》(https://grokipedia.com/page/The_Concept_of_the_Political)》（1932年）一书中指出，自由主义议会制建立在结构性矛盾之上：它试图同时兼顾自由主义（保护个人自由免受国家权力侵害）与民主主义（将国家权力根植于集体意志）——但这两者是不同的、且最终相互矛盾的逻辑。自由主义通过将政治问题简化为程序性协商来实现去政治化； 而民主则通过宣称人民意志至高无上来实现政治化。所谓自由民主并非某种综合体，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复合体，其解体——体现在当代民主国家的两极分化、瘫痪及制度俘获之中——早在近一个世纪前便已被施密特的分析从结构层面预言。 从神学层面看，约翰·米尔班克与激进正统派运动——尤其是米尔班克的《神学与社会理论》（1990） ——曾对现代民主赖以生存的世俗自由主义根基发起批判，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科学（包括民主政治理论）预设了一种世俗本体论，而这种本体论本身即是一种神学——即对终极现实的另一种诠释，它系统性地排除了超越性，并将这种排除视为中立立场，而非其本应具备的形而上学承诺。这与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对“空虚中心”的诊断直接契合：自由主义所称的 “中立性”，并非形而上学承诺的缺失，而是一种承诺的存在——即世俗唯物主义——它通过将自身宣称为默认状态，从而使自身隐形。

两千五百年来反民主的分析——希腊、反启蒙、俄罗斯、儒家、伊斯兰、尼采、施密特、神学——汇聚于三项学说，和谐主义 分别从其自身逻辑出发对此展开论述：普通人缺乏治理素养（正确——但可通过被理解为修养的教育加以补救）， 具备统治资格者的身份（正确——但资格源于内在发展，而非出身或财富），以及权威必须植根于超越人类集合体的某种存在（正确——而这种存在即Logos）。反民主传统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结构性缺陷。其失败不在于诊断，而在于建构：它指出了民主的缺失，却未能构建出能够弥补这一缺失的架构。





结构性缺陷

民主的结构性缺陷并非腐败、失灵或制度衰败——这些只是表象。真正的缺陷在于民主事业核心处那个沉默的预设：即一个知情、睿智且有德行的公民群体将自发出现以维系该体系，而体系本身却没有任何机制来培育这样的公民群体。

这一预设在建国之初便已明确。托马斯·杰斐逊（https://grokipedia.com/page/Thomas_Jefferson）坚称，民主需要受过教育的民众：“如果一个国家指望在文明社会中既无知又自由，那便是奢望，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 约翰·亚当斯的表述更为直白：“我们的宪法仅为道德高尚且虔诚的民众而制定。对于治理任何其他类型的民众，它完全不够格。”其中的讽刺意味远比这些引文所暗示的更为深刻。历史上最成功的“民主”制度，其设计者正是那些明确不信任民主并刻意避免建立民主制度的开国先贤。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曾警告纯粹民主中固有的“党派之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将民主称为一种疾病。 美国开国先贤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一个配备了反民主过滤机制的体系：选举人团、由任命产生的参议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基于财产资格的投票权——这正是因为他们认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诊断。 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以民主扩张之名对这些过滤机制的逐步拆除，本身就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论点：民主原则一旦确立，便会不断扩散。每拆除一项过滤机制，都被誉为民主成就；而每次拆除，都使制度更接近开国先贤们认为无法治理的、未经调和的“国权直接归于人民”状态。

公民培养机制的缺失并非偶然。这源于自由主义自创立之初便承诺，国家在“美好生活”问题上保持中立（参见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一个对人类繁荣的构成不持立场的国家，无法设计出能培育繁荣的教育体系。它可以传授技能，可以认证能力，可以优化经济生产力。 但它无法做到——因为它已自我禁止——培育公民：即那些具备民主自治所必需的道德判断力、情感成熟度、长远思考能力以及对真理的追求的人。

结果可想而知。每一代人都继承了民主制度，却未能继承赋予这些制度生命力的内在素养。 形式依然存在；实质却日益稀薄。投票率成了衡量公民健康状况的指标，而选民评估投票对象的能力却在退化。信息爆炸式增长，理解却日益匮乏。选择日益增多，明智抉择的智慧却在消退。民主机器运转得越来越快，处理着越来越多的输入，却产出越来越少的治理——因为输入的质量已跌破机器按设计正常运转的门槛。

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理性选民的神话》（https://grokipedia.com/page/The_Myth_of_the_Rational_Voter）（2007年）一书中，揭示了民主理论长期忽略的事实：选民不仅缺乏信息——他们还存在系统性偏见。 他们在经济、科学和政策问题上表现出一致的错误，且这些错误并非随机（否则在总体上会相互抵消），而是具有方向性。所谓群体智慧要求个体错误相互独立；系统性偏见则违反了这一条件。 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决策的聚合结果并非接近真理——而是放大了共同的错误。

杰森·布伦南在《反对民主》（2016）一书中，将这一分析推向了制度层面的结论：如果民主结果因选民的系统性无能而受到损害，那么政治平等原则——即无论知识、智慧或公民素养如何，一人一票——就不是道德公理，而是一种设计选择，而且是一种糟糕的选择。 他提出的替代方案——知识统治（即由知识渊博者执政）——虽准确指出了问题所在（缺乏认知平等的政治平等会导致“集体无知”的治理），但其技术官僚式的修正方案却忽略了更深层的问题。关键不在于谁掌握更多政策事实，而在于谁能更清晰地洞察现实——这关乎存在状态（洞察力），而非信息。

这一缺陷凝结成一个悖论，任何程序性改革都无法解决：民主的运作依赖于其自身逻辑所削弱的品质。它依赖于知情的公民——但其坚持无论知识水平如何都给予平等发言权的承诺，却无法提供成为知情者的动力。 民主依赖公民美德——但其在善的问题上坚持中立，却无法为培养美德提供基础。民主依赖长远思考——但其选举周期在结构上奖励短期满足。民主依赖审议——但其竞争性政党体系在结构上导致两极分化。民主依赖有智慧和正直的领导者——但其选拔机制却奖励个人魅力、派系忠诚以及筹款能力。 这并非某一种民主制度的偶然失败。这是某种制度形态的结构性体现：它将选择权奉为圭臬，却未能培养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这一悖论解释了为何成熟的民主制度会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演变轨迹：一代非凡的开国先贤——通常由危机、战争或革命斗争所锻造——建立起反映其内在严肃性的制度。这些制度在创始人的道德资本驱动下，能良好运转一两代人的时间。 随后，这种资本逐渐耗尽。制度依然存在，但赋予其生命力的精神却已消逝。公民群体不再受孕育创始人的那些纪律约束，他们操作着这套机制却不明白其存在的意义——就像那些忘记了家族企业创始初衷的继承人一样。机制仍在运转，却不再产出它原本设计要产出的东西。





内在决定外在

这是民主理论及其批评者都无法做出的诊断，因为双方都受困于相同的唯物主义-程序主义框架：治理的质量，与其说是取决于制度设计，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参与者的内在状态（存在状态）。

一个主要由第一和第二脉轮（生存与反应性欲望）驱动的公民民主，会催生出恐惧与欲望的政治。每一场选举都变成相互对立的焦虑之间的角逐。 每一场政策辩论都归结为“谁得到什么”。民粹主义者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他们说的是选民习惯听的语言：威胁与承诺、敌人与救世主。宪法架构或许设计精妙——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强有力的制衡机制——但它仍将催生一种围绕参与者内心发展最低公约数而组织的治理模式。制度无法超越其参与者的意识层面。

由处于第三脉轮（意志、野心、自我主张）的公民运作的民主，会催生出竞争与派系主导的政治。政党沦为追逐权力的机器。治理变成了取胜的艺术，而非服务的艺术。制度俘获加速发生，因为第三脉轮的思维方式将制度视为意志的工具，而非协调的工具。

一个成员以第四脉轮——心脏，即个人利益与世界利益开始交汇之处——为运作基础的社区，几乎无论其正式制度结构如何，都会产生合作型治理。商议变得真诚而非做秀。妥协成为可能，因为参与者能够感知到共同利益。 领导力源于实际的服务，而非竞争性的自我推销。机构开始按设计运行——不是因为设计更优，而是因为其中的人们具备将其激活的内在能力。

这一洞见彻底改变了民主问题的本质。民主派与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民主还是更少的民主？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知识精英的筛选机制还是普选权？——是一场关于“容器”的争论，却忽略了“内容”。 “容器”固然重要，但远不如其“内容”重要。一个设计精良却由缺乏自觉的公民组成的民主体制，只会产生缺乏自觉的治理；而一个设计粗糙但由具备真正内在修养的公民所激活的治理结构，其成果将更接近于“公民自治”（Dharma），而非由行尸走肉般的人运作的任何宪法杰作。

其实际意义并非制度无关紧要，而是它们仅居次要地位。首要的杠杆是教育——此处的“形成”并非指信息传递或技能认证，而是指在身体、情感、意志、智力、伦理和精神等所有维度上对人的全面培育。 杰斐逊所说的需要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民主，所要求的远比识字和公民常识更为深刻。它要求的是“形成”——培养那些凭借内在发展能够明智地行使政治判断力的公民。这种培养从未被制度化，这绝非偶然。这是文明结构的必然结果，因为这种文明剔除了目的论人类学——即关于人类“为何而存在”的阐释——而正是这种阐释才能使这种培养具有可理解性。





量胜于质

民主的第二个结构性病症是“以量代质”——勒内·格诺曾指出，这正是现代性本身的标志性特征。

民主的合法性建立在数字之上。若多数人支持某项政策，该政策便具有合法性；若某位领导人的得票数多于对手，他便具有合法性；若足够多的人持有某种立场，该立场便具有政治意义。这一机制在各个层面都是量化的——而量化机制在结构上无法区分知情多数与被操纵的多数、真实共识与制造出的共识、智慧的汇聚与意见的盲从。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观察美国民主时，指出了更深层的后果： 即多数人的暴政。这不仅是政治上的暴政——多数人压倒少数人——更是文化与心理层面的暴政：民主文化从内部产生的顺从压力。 在贵族政治中，那些与主流意见相左的少数派可以诉诸独立的权威来源——出身、学识、精神深度或已证明的卓越。而在民主制度下，此类诉求并不合法，因为民主已宣告没有任何权威来源能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持异议者不仅在投票中落败，更被剥夺了正当性。他的异议会被解读为精英主义、傲慢，或是对人民的蔑视。 民主文化催生了托克维尔所称的“温和专制”——这并非专制者凭借武力统治的暴政，而是通过社会压力施加统治的群众暴政，直至公民将这种压力内化，并开始自我约束。

汉斯-赫尔曼·霍普在其著作《民主： 失败的神](https://grokipedia.com/page/Democracy:_The_God_That_Failed)*（2001年）一书中，指出了民主从内部加速量变恶化的机制：社会时间偏好的系统性增强。 君主无论有何过失，都将国家视为私有财产——一项需要维护并传给后代的资产。这为长期管理创造了结构性激励： 耗尽国库、贬值货币或耗尽国民生产能力的君主，无异于削弱自身家产。相比之下，民主领袖只是暂时的看管者——是租客而非主人。他对所管理事物的长期价值毫无利害关系。他的动机是在任期内攫取最大利益，并将其分配给选出他的联盟。 其结果是整个文明在结构层面呈现出加剧的时间偏好：公共债务攀升、货币通胀、再分配规模扩大、消耗前几代人积累的资本，以及公民群体的渐进式“幼稚化”——霍普用这个术语指代一种制度在各个层面上奖励当下消费而非未来投资所导致的文化后果。 这一批判的框架属于自由主义范畴——霍普提出的替代方案是竞争性私法管辖区构成的自然秩序，而非一种基于“法”（Dharma）的文明——但其对民主制度时间病理的诊断在结构上站得住脚：一个选择短期思维的制度，终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侵蚀长期思维所构建的文明资本。

朱利叶斯·埃沃拉将文明的衰落追溯至四个政治时代：神圣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大众社会。每个阶段都意味着与超越性原则的进一步疏离——即以数量取代质量、以程序取代实质、以多数取代精英。 民主并非终局，而是倒数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合法权威的假象仍在运作，尽管其根基不过是数字上的多数。终局是大众社会：所有质的区别皆已消解，包括公民与消费者的区别、政治参与与市场行为的区别、公共领域与饲料的区别。 从民主到大众社会的演变轨迹，并非民主的腐败。而是其完结——一个不承认人类判断之间存在质性层次的体系的逻辑终点，因此该体系缺乏原则性基础来抵制将所有判断简化为偏好、将所有偏好简化为市场数据点的趋势。

《和谐主义》既不认同埃沃利安（Evolian）对神圣君主制的怀旧，也不认同传统主义者对现代性本身的拒斥，更不认同霍普（Hoppe）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但它承认这些趋同诊断在结构上的准确性：一种缺乏质量评判标准的政治形式——将智者的投票与被操纵者的投票视为形式上等同，优先选择短期榨取而非长期管理，以数字多数而非与超越人类集合体的任何事物的契合度来衡量合法性——无法阻止其自身审议功能的渐进式退化。 而一个以数量衡量合法性的文明，终将彻底丧失辨识质量的能力。





和谐主义立场

《和谐主义》（和谐主义）既不反对民主，也不推崇民主。它像评估所有政治形式一样，仅以一个标准来评判民主：对于这个社区而言，在其发展现阶段，这种治理结构能否推动文明更接近于与“和谐的秩序”（Dharma）的契合？

这就是《治理》中阐述的“形式不可知论”。和谐主义并不将民主、君主制、贵族制或任何其他制度形式视为放之四海皆准的正确答案。 它所倡导的是一个方向——即朝着更强的辅助性、基于能力的治理、透明的问责制、修复性正义以及个人主权迈进——并承认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社区，将通过不同的制度形式来体现这一方向。一个正从分裂中恢复的年轻社区可能需要集中的领导；一个拥有健全公民文化的成熟社区则可能维持真正的民主自治。形式服务于原则；原则不服务于形式。

“和谐主义”为民主辩论增添了——而这正是民主党人及其批评者所欠缺的——一个缺失的变量：内在维度。从柏拉图到布伦南，整个论述始终在制度设计与认知能力之间、宪法架构与选民理性之间摇摆，却从未触及更深层的决定性因素。治理的质量取决于执政者与被治者之间精神层面的契合（存在状态）。 没有任何制度设计能弥补民众意识停留在生存、欲望和派系竞争层面的缺陷。再多的知识精英筛选也无法替代公民的内在修养——正是这种内在发展使他们能够洞察公共利益。 因此，“和谐主义”的处方主要不是制度性的，而是教育性的。通往真正值得称之为治理的道路，必须经过“人本培育”（教育）——不是现代民主国家用来替代培育的资格认证机制，而是贯穿“生命之轮”（Wheel）所有维度的人的全面培育。

实证证据支持这一原则。[新加坡]（https://grokipedia.com/page/Singapore）在李光耀领导下证明，精英治理——即基于能力、正直和长远眼光而非选举人气选拔领导层——可以在明确哲学上拒绝西方民主普世主义的前提下，仅用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起点实现第一世界的发展成果。 威尼斯共和国 通过反民主的选拔机制——即结合选举的抽签制，该机制刻意设计为防止派系分裂——维持了长达一千多年的稳定治理，其存续时间超过了有记载历史上的任何民主政体。 中国的科举制度，尽管存在种种僵化之处，却将“治理需要培养”这一原则制度化，其规模之大是任何民主政体都未曾尝试过的。这些并非对威权主义的辩护。它们是实证性的证明，表明民主形式与良好治理之间的关联远比民主普世主义所假设的要弱得多——而真正决定结果的变量是系统内人的素质，而非系统的制度架构。

“治理共同体”（和谐的架构）将民主的善——即同意、问责、对异议的保护——融入了一个更全面的架构之中。治理只是七大支柱之一，而非塑造其他所有支柱的架构性领域。自由主义关于制衡权力集中的主张得以保留——因为“治理共同体”要求保护个人主权。 新增的，正是民主所欠缺的核心：将“人”作为衡量治理的标准（Dharma），将教育作为培养具备自治能力的公民的支柱（Education），并认识到内在与外在并非两个独立领域，而是文明与“人”的本质（Logos）之间同一种契合——或错位——的两种表现形式。

民主无法提出的问题——因其立国之本的中立性原则所禁止——恰恰是决定任何政治形式能否成功的关键：这种文明造就了怎样的人？ 一种能造就真正内在发展之人的文明，几乎可以通过任何制度形式实现自我治理。而一种只造就消费者、旁观者和派系党羽的文明，无论其宪法设计得多么精妙，都注定会在自我治理上失败。形式追随本质。 存在源于修养。修养源于对“人是什么”以及“人为何而存在”的洞见。民主问题的答案不在于更多或更少的民主，而在于更深层的人——进而成就更深层的文明。



参见：治理, 进化型治理,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保守主义与调和主义, 教育的未来, 和谐的架构, 《西方的裂痕》, 共产主义与和谐主义, 后结构主义与和谐主义, 自由与佛法, 存在状态, 应用和谐论, 主义的景观, 人类, 和谐主义, Logos, D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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